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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忠：以性别控制为窗口透视伦理和科技的关系

以性别控制为窗口透视伦理和科技的关系 
 

南京大学哲学系  傅忠 
 

 

一、性别控制的生理学、遗传学基础 
 

性别控制是一种选择后代性别的技术与手段，它是以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与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然而，性别控制的这种思想或是意识却是亘古就有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埃及，人们就试图选择后

代性别。公元5世纪，犹太教口传的法律汇编《塔木德》中也曾提到，把婚床按南北方面放置，有利于

怀男孩。除此之外，在其他各国也流传着很多选择性别的方法。虽然，这些说法在现代人看来，根本没

有科学依据，但它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性别控制的这种思想和意识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如此，这一技术

在古代却是相当的不成熟，直到近现代，生命科学理论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才使性别控制更加有

效。 
当前，性别控制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控制伴性和受性别影响的遗传疾病，这也正

是性别控制技术作为合理存在的生理学、遗传学基础。众所周知，在决定后代性别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性

染色体。而有一些遗传疾病是和性别有关的，归根也就是与性染色体有关，比如红绿色盲这一性连锁隐

性遗传疾病便是其中一个例子。红绿色盲这一性连锁隐性遗传病是X染色体相关性疾病[1]，其致病基

因位于X染色体上紧密相邻的两对等位基因：红色盲基因（prort）和绿色盲基因（deut）。 
由此可见，只有女性体细胞中的两条X染色体都带有致病基因，她才会成为红绿色盲患者，如果她

只有一条X染色体带有致病基因，那么她仅仅是致病基因携带者。但男性不同，他只有一条X染色体，一

旦X染色体带有致病基因，他必然成为红绿色盲患者。诸如红绿色盲这一性连锁隐性遗传病的X染色体相

关性疾病已经发现的有上百种，例如：血友病、自毁容貌综合症等等。如果检查出胎儿已经患上某种严

重的性连锁隐性遗传病或者通过分析知道某种性连锁隐性遗传病的遗传方式，那么，通过性别鉴定之

后，就可以进行选择性流产掉某些胎儿，即所谓的性别控制。 
因此，性别控制在预防先天遗传性疾病或缺陷新生儿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性别控制本

身就伴随着流产等一系列颇具伦理争议的做法，更有甚者，滥用性别控制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也使这一

技术的合理存在遭到质疑。 
 

二、生命的神圣尊严与生命质量的对话 
——性别选择本身存在的伦理争议 

    

正如上文所说，性别控制本身就伴随着选择性流产等一系列颇具伦理争议的做法，因而它本身也就

必然会引起伦理争议，这主要集中于被选择性流产的婴孩是否具有人的道德地位，是否具有尊严，是否

具有生存的权利等等。对此，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必然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归纳起来，无外乎有以下

几种：生命神圣论、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 
持有生命神圣论的人认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个类个体均是上帝的模本，因此，

每一个人均享有一种独特的尊严和地位。任何一个人，不论是成人还是人类胚胎，都拥有神圣不可

侵犯的受到保护的权利。虽然这一观点来源于基督信仰，有着宗教神学的意味，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存

在的重大影响。正是基于这种信仰，据调查，有15%-20%的德国妇女坦然接受，无论胎儿患有什么样的

先天性疾病，她们都打算维护其生存。[2]在这一观点中，人类胚胎或者说是胎儿是作为人类生命的一



种形式存在的，其本身也就拥有人的道德地位。人类胚胎或者说是胎儿，他们都具有发展成为一个完整

的人的全部潜能，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他们显然已经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因而，他们享有人所特有

的尊严。这种人人分享的人的尊严，正如康德所说是不容置疑的、无价的，拥有一种绝对的内在价值。

借用黑弗之言，“这样一种尊严是最高物，既无法提高也不容贬损，另外也是不可丧失的。”[3]在这

里，人类胚胎或者说是胎儿，都得到了作为人应该享有的尊严的论证。因此，不论是胎儿患有什么样的

遗传性疾病，如果对其加以舍弃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 
而现代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则更加强调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它们认为，一个生命质

量极其低的人，他对社会的价值也就必然小，甚至有可能对社会还是负价值。他的存活不仅仅是个人与

家庭的不幸，甚至为了让其生存不得不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这就表示他不仅没有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

务，相反，却要不断地向社会和他人索取，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承重的负担。因此，现代生命价值论和生

命质量论不光承认生命本身的存在，更加重视生命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因而，在他们看来，患有各

种严重、致命遗传缺陷胎儿的淘汰在道德上得以成立。但有人提出，现代生命价值论和生命质量论的这

种观点实质是反映了社会无法为残障的孩子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的无奈之举，相反，却把责任推给无辜

的孩子，因此，人们总想把这些患有各种严重、致命遗传缺陷的胎儿消灭在胚胎阶段或是出生之前。 
我个人认为，阻止携带有严重遗传性疾病基因或是畸形的孩子出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对于

胚胎或是胎儿中的基因导致的疾病不能听之任之，进行性别选择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积极主张。面

对客观存在的严重缺陷基因，人们有必要，现代医学也有责任与义务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这是医学

进步的反映，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更加文明的必然趋势。我们不应当单纯像生命神圣论那样，过分强调生

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不应当单纯地宣扬患有各种严重、致命遗传缺陷的胎儿有平等出生的权利，这

只是一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陈旧伦理观念。对社会、对患有各种严重、致命遗传缺陷胎儿的家庭是否

真正具有加值和意义，是值得怀疑和深思的。 
究其上面的争论归根结底，被选择流产的婴孩是否具有人的道德地位，是否具有尊严，是否

具有生存的权利等问题的争论是有关“人”这一个核心概念的争论。人类胚胎或是胎儿是否是

“人”？对此问题，也产生了许多不同标准和观点。 
从生物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来划分，对于“人”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论。从生物学来看，

只要精子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生命也就诞生了，即是说人类胚胎或者说胎儿，他们都具有发

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潜能，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他们显然已经属于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因

而，他们享有人所特有的尊严，这也是生命神圣论的理论支撑点。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去讲，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就必须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不是以精子和卵子是否结合形成受精卵来加以判

断。只有一个拥有了独立意识的生命个体，才具有不容侵犯的生命权。就如辛格所说，“一位个体

的生命，一个理性的、自我意识的生物，拥有着一种与纯粹感知生物不同的独特的价值。”[4]胎儿没

有自我意识，也没有拥有一系列与未来相涉的希冀，没有相应的求生兴趣，所以他不能成为享受生命权

的个体。[5] 
对于“人”的概念的不同划分也会导致性别选择的伦理争议，因而，按照不同的标准，站在不同的

立场，就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如果按照生物学意义和生命神圣论，就会得出不论是否是患有各种严

重、致命遗传缺陷的胎儿都应该享有人的道德地位、人的尊严以及人的生存权利等结论；而按照社会学

意义，既然胎儿都不是享有生存权利的生命个体，那么淘汰患有各种严重、致命遗传缺陷的胎儿，进行

性别控制是合理而道德的，虽然这一理论可能导致杀婴现象的增加。我想，不管怎样，科学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必须严格遵循“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的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减

少伤害，达到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和谐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为伤害带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

德的冲突和争议，进而真正解决伦理问题。 
 

三、滥用性别选择技术的原因及其社会危害 
    

除了以上本身由性别控制技术带来的争议以外，滥用性别控制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也使这一技术的

合理存在遭到质疑。性别控制在当前主要应用于解决人类控制伴性和受性别影响的遗传疾病，然而，由

于经济原因或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利用性别控制技术流产女婴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由此引起的一系

列问题不仅仅是伦理意义上的了，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人们各方面的社会问题，尤为突出的就是男女性比

列失调，进而带来的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造成这种情况，尤其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落后思想和传统习俗在作祟： 
首先，重男轻女思想在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都深入人们的骨髓。比如在我国和韩国等笃信儒家思

想的国家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入人心，为了延续香火，家中非得生一个男孩不可。这



种思想由来已久，儒家一大批思想家都主张“人丁兴旺”，“多子多福”，把人口多少作为“家业兴

旺”的主要标志。到了孟子，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祈求“多福多寿多男子”。到了汉朝董

仲舒，更是竭力鼓吹重男轻女，认为男尊女卑天经地义。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没有儿子无法传宗接代思

想就根深蒂固了，即使女儿再多，也会被视为断子绝孙。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那么多人希望通

过性别鉴定，选择男婴，流产女婴的现象屡禁不止。 
其次，在广大农村地区，男性代表强大的劳动力，这是由生理差别所导致的。在农村，由于生产力

低下，男性仍然是创造劳动价值的主要成分。同时，现在虽然强调男女平等，但在农村，在赡养父母祖

辈方面不可能做到男女平等，男性仍然是赡养父母祖辈的主要承担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思想占有很大的市场。因此，为了自己年老后的生活保障，许多家庭就要求生育男孩，流产掉女婴。 
最后，还有一些传统习俗难以克除。比如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历史过渡时期的印度，许多

家庭受到以印度教为主体的文化和价值观影响，认为女婴会为家庭带来不幸。因此，在印度流产女婴的

现象比较突出。 
面对这一现象，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但是收效甚微。这一现象没有任

何好转的迹象，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也愈演愈烈。由于两性比例失调，男性人口过多，女性作为一种稀

缺资源，必然会引起男性同期群之间和同期群的内部产生剧烈的冲突和争斗。一是夫妇之爱的专一婚姻

道德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买卖婚姻可能增多，拐卖妇女、性犯罪、道德败坏者将大幅度上升，婚姻道德

危机四伏；二是生育道德将严重扭曲，在生育过程中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不科学的生育观和生育文化又反过来对性别比例产生重要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三是家庭结构的道德弱

化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在性别比例持续失衡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愈来愈多的男性找不到婚配女性，男

性单身家庭和晚期核心家庭将急剧增多，同时带来的出生率降低、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等一系列问题都

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以上这些社会问题，最终会必然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盛衰。  
对于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我认为，一方面，应该从根本上破除那些落后的思想

和传统习俗的影响，树立科学的生育观和生育文化；另一方面，则是从伦理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角度出

发，强调伦理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作用。这就是笔者第四部分探讨的内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

系。 
 

  四、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新科学、新技术的迅速进步正在引发社会伦理的危机，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新兴发展起来的生物技

术、生命科学等直接冲击着社会诸多伦理规范。诸多重要伦理规范都受到了新科学、新技术发展来自不

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大挑战。在应对新科技对伦理规范发起的挑战方面，伦理道德应该采取怎样的举

措呢？我认为，应该把科学技术引入到伦理的模式之中，用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和指导，或者说从伦理道

德的视野去审视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以便树立科学的伦理道德观，并用这种伦理道德观去规范人类的

科技活动。 
首先，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新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其根源应该是人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作为情感和理性智慧

统一体的人类，既有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又有无法把握命运时候心灵寄托的需求。作为智慧的

理性方面往往体现对未知世界无尽追求的渴望即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追求，而情感的一面则表现为对命运

无法把握时心灵寄托的需求即对哲学伦理等社会现象的思考，不懈追求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从这一角度

来讲，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伦理的变化是人自身两面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新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还表现在，他们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科学

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冲击人的伦理观念，并且引起伦理观念的改变，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技术的

进步最终会改变伦理规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伦理规范随着科技成果被接受的范围扩大而不断演变；另

一方面，人类伦理规范的有效性总是限制科学的发展。但是，经验的历史表明，以伦理规范限制科学研

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可行性的，只有打破了旧的伦理界限，科学研究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科学技术和伦理规范这种在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只是暂时的，可变的。 
最后，新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本质是人性原则和技术原则之间的冲突。例如，就像上文提

到的性别控制中所涉及的选择性流产这一问题，其本质的冲突就是一种人性原则和技术原则之间的冲

突，即在被认为是人性原则（如生命神圣、人类尊严等）的东西与被认为是技术原则（如生命质量等）

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方式是修正人性原则以适应技术原则或者修正和限制技术原则以适应

伦理原则。 
既然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必然发生冲突，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消除或是减少这种冲突呢？我个人认



为，应该促使两者和谐发展，把科学技术引入到伦理的模式之中，用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和指导，或者说

从伦理道德的视野去审视人类的科学技术活动，以便树立科学的伦理道德观，并用这种伦理道德观去规

范人类的科技活动，最终使两者达到和谐发展的统一。 
第一，伦理是一种作为人的“善”的标准的社会规范。正是基于伦理的规范，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做

出预期，并在预期中获得安全感和情感上的满足感。但是，伦理一旦成为既定的社会规范，它同时也必

然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束缚和制约。而科学研究和技术的革新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是人解放自己

的一种手段和途径。科学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都是随着科技总量的增加而不断加快前进的步伐的，

尽管不是每个时代的科技成果都是划时代的，但我们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特点。因此，科

学技术的发展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然而，科技和伦理发展两者统一性的基础是科学研

究引起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从而引起伦理的变革。在新的伦理基础

上，科技和伦理两者会达到暂时的统一。因此，科学技术是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形成过程之中的革命性因

素之一，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渐进过程中的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

社会伦理的螺旋式上升。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会在新的社会伦理规范中达到统一。 
第二，针对引发伦理观念危机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应该采取重点保护科学研究的权利，不对科

学研究进行干涉的态度。但对于那些伤害人的伦理情感，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科学技术应

该加以控制和干涉。而对于滥用科学技术造成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危机的行为，则更应用伦理道德进行规

范和指导。就如上文所说的滥用性别控制技术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例子，我们就应当加强在性别控

制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指导，甚至加以法律的效力，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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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染色体相关性疾病：X染色体具有特殊的作用，男性仅有一条（XY），而女性则具有两条（XX）。如果男性的那条X染色体发生突

变，可引起遗传性疾病；而女性因为具有两条X染色体，故具有固有的补偿机制：统计学意义上，半数细胞有“健康”的X染色体。因此，

女性只是携带者，一般不会出现与X染色体相关的遗传缺陷性疾病。而男女双方均有缺陷X染色体者婚配后，在其后代的女性中，则存在两

条突变的X染色体配对的可能性，因此女性也会患上X染色体相关性遗传病。然而，相对来说遗传病发生在男性的概率比女性大。 
——[英]让·弗朗西斯·马蒂著：《伦理观解读人类基因组》，申宗侯、瞿涤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

04年版，第88页。 
[2]甘绍平著：《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3]黑弗著：《谁的尊严》，载于《时代周报》2001年第6期。  
[4]辛格著：《实践伦理学》，斯图加特1994年第2版，第123页。 
[5]辛格以“意识的发展水平”为依据的生命三分法： 

第一类，无意识的生命。指没有感觉和体验能力的生命，在辛格看来这种生命没有价值，也不配享有受保护的权利。 
第二类，有意识的生命。指能够感知到快乐与痛苦，但没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因而同样不应享有生命的权利。 
第三类，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在辛格看来，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就会产生对未来的某种愿望并怀有求生欲望、兴趣，因此，他具有了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享有生命的权利。 
——辛格著：《实践伦理学》，斯图加特1994年第2版，转引自甘绍平著：《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

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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